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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研究·

论朱彝尊在清代词坛的接受及其经典化过程

曹明升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扬州 ２２５００２）

　 　 摘　 要：朱彝尊凭借对咏物词的开拓和对醇雅词风的追求，在康熙词坛由讲求“志意”之“实”而
趋向讲求“韵趣”之“虚”的转变中脱颖而出，并因顺应盛世音声而成为当局认可的“经典词人”。 其

才学化的创作路径、醇雅清空的审美追求和学者兼词人的身份，又契合了雍乾词坛走向学人之词的

总体趋势，故在雍乾词人的接受高潮中成为了真正的经典词人。 嘉道时期的各种词学思想争鸣导致

人们对竹垞词的长处与缺点展开细致辨析与理性评价，朱彝尊的经典地位则在理性审视与多维建构

中得到延续。 晚清词风的主流改换为讲求思致沉郁与寄托浑化，加之词派间的博弈以及晚清词人的

高度自信，朱彝尊终究被请出了经典序列。 从朱彝尊在清代词坛的经典化过程可以看出，清人通过

多元化的途径来建构本朝经典，而这个过程会受到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导致清人所建构的本朝经

典序列具有相对的不稳定性。 清人通过对本朝经典的建构，树立起了学习的典范，提升了创作上的

自信，抬升了词体的地位，从而推动了清词的繁荣发展，并从根本上推进了清词复兴的进程。
关键词：朱彝尊； 清代； 经典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１４ＢＺＷ０７３）；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１３ＹＪＣ７５１００１）

清代词坛可谓名家辈出，佳什林立，其繁盛不让两宋，艺术成就与理论高度或有宋人未到之

境。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晚号金风亭长，又号小长芦钓鱼师）则是诸多清词名家中份量较重

的一位。 他在清初词学复兴过程中，组织编纂《词综》，大力鼓吹南宋姜（夔）、张（炎）之醇雅词

风；又携《乐府补题》进京，掀起“后补题”的唱和热潮，致使“辇下诸公之词体一变”①；《江湖载

酒》、《茶烟阁体物》诸集又于写艳、咏物诸方面多有创新与开拓，成为时人学习之典范与追和的

对象。 朱彝尊的词作、理论及其开创的浙西词派，不仅将当时的清词带入一个新的阶段，更在深

层次上影响了整个清代词史的发展。 从“本朝词人，以竹垞为至”②的评论与“填词至近日，几于

家祝姜、张，户尸朱、厉”③的状况来看，竹垞词无疑是清代词坛的经典；但从“般演太多……非词

家正轨”④、“品则超矣，或者不足于情”⑤的批评来看，似乎竹垞词还进不得经典序列。 朱氏写艳

系列的《沁园春》１３ 首，在清初被誉为“典雅”，在晚清则被斥为“粗俗”。 早年的陈廷焯将朱彝尊

推为词中圣者，后来又认为竹垞词“纵极工致，终无关于《风》《雅》”⑥，“不可谓之正声”⑦。 可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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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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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蒋景祁：《刻瑶华集述》，《瑶华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８ 页。
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５０３ 页。
彭兆荪：《小谟觞馆诗余自识》，《小谟觞馆诗余》，嘉庆十一年刻本。
赵函：《纳兰词序》，纳兰性德：《纳兰词》，道光十二年汪氏结铁网斋刻本。
杜诏：《弹指词序》，顾贞观：《弹指词》，光绪四年刻本。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九，孙克强：《白雨斋词话全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３０６ 页。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白雨斋词话全编》下册，第 １２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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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词坛对朱彝尊的接受态度是复杂而富于变化的，其中折射出的则是清代词坛风尚与格局的

变动以及各种词学观念在经典化过程中的博弈。 这不仅为我们全面了解竹垞词的艺术个性提供

了参照，更为我们深化清词史的研究、思考清词经典化等问题提供了视角。

一

文人创作总要经历一个从步入文坛到声名鹊起，再到如日中天的过程，朱彝尊也不例外。 关

于朱彝尊走上词坛的时间，他曾自述：“彝尊忆壮日从先生（曹溶）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

灺，往往以小令慢词更相唱和，有井水处辄为银筝檀板所歌。”①朱彝尊于顺治十三年入曹溶广东

布政使幕，其后又随曹溶至山西大同。 “以小令慢词更相唱和”云云，表明他开始大力作词应在顺

治十三年或更早些。 但此时的朱彝尊还未得到词坛的认可。 据况周颐的记载，朱氏在顺、康之际

编定了第一部词集《眉匠词》②，有人质疑此集之真实性，本文对此不作讨论；退一步讲，即使此集

真是朱氏所作，在当时恐怕也是阒然无闻。 最明显的事件就是邹祗谟与王士禛当时在扬州编选

大型词选《倚声初集》，完全没有提到竹垞词。 后来朱彝尊在给陈维岳《红盐词》作序时不无感慨

道：“方予与其年定交日，予未解作词，其年亦未以词鸣。 不数年而《乌丝词》出。 迟之又久，予所

作亦渐多，然世无好之者，独其年兄弟称善。”③朱彝尊与陈维崧（其年）定交于顺治十年，而陈氏

《乌丝词》编定于康熙五年，在此期间，朱彝尊说自己的词“世无好之者，独其年兄弟称善”，可能

是过谦，但声名不显应该是其真实状态。 康熙六年，朱彝尊的第二部词集《静志居琴趣》编定，开
始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时词坛的一件大事便是孙默在扬州拟定刊刻《国朝名家诗余》，原本打算

选刻百家词，最终刊行了十七家词④。 虽然十七家中并无竹垞词之身影，但孙默邀请朱彝尊担任

了点评嘉宾，在所刻曹尔堪的词集中就有朱氏的评语。 在朱彝尊推崇南宋的观念与广陵诸子瓣

香《花间》、《草堂》的风尚相抵牾的情况下，孙默请他总共评点了六家词集，说明朱彝尊已以名流

形象获得了广陵词坛的重视。 但竹垞词真正进入词坛主流，那至少要到康熙十八年。 是年，朱彝

尊携《乐府补题》进京，得蒋景祁资助而镂版刊行，随后引起一场有数十位词人参与的“后补题”
唱和热潮，致使辇下诸公词风丕变。 变化的标志之一，便是铺排征典的咏物之作开始盛行。 词人

们不仅赓和《乐府补题》中原来所咏蝉、莼、白莲等物，而且延伸到了其他各种题材，像朱彝尊《沁
园春》系列中咏耳、背诸篇，便是以往词中所少见的，带有一定的独创性。 有些题材清初词人虽也

咏过，如曹溶、陈玉璂都有咏鼻之作，但都写得较为随意，不是精心结撰；而朱彝尊却是写出了不

同年龄段的特点，由小到大，特征鲜明，以这样的脉络进行铺排，显得井然有序而又生动活泼。 至

于用典，除了《诗经》中“愿言则嚏”等常见典故外，朱彝尊还用了《抱朴子》、《淮南子》以及民俗中

的典故，这些都是曹、陈二人所不及的。 而且，大量用典可以避免具体场景与情节的描写，加上整

饬含蓄的语言，朱彝尊的这类词作就显得“艳”而不“浮”，并未“为情所役”，这也正是朱氏《沁园

春》咏艳系列能在俗艳成风、词曲相溷的清初词坛引起重大反响的主要原因⑤。 朱彝尊的种种开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朱彝尊：《静惕堂词序》，曹溶：《静惕堂词》，康熙刻本。
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载：“《眉匠词》，竹垞少作，丰润丁氏持静斋藏。”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０８ 页。 《眉匠词》抄本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已被收入《全清词》顺康卷。
朱彝尊：《红盐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康熙刻本。
康熙留松阁刻本《国朝名家诗余》诸序皆称“十六家词”，事实上还有程康庄一家。 《四库全书》收录此书时未有程康庄词，
又删去了龚鼎孳词，故作“十五家诗余”，但未将序中“十六家”改为“十五家”。
参阅张宏生：《典雅与俗艳———朱彝尊〈沁园春〉写艳诸作的时代风貌及其历史评价》，《安徽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第
６２—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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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显示出避易求难、力超前人的创作动机，这正是清词复兴的一种心理态势；而其才学化的创作

倾向与清空醇雅的审美追求恰恰为清王朝的文治思想与文人词客们的复杂心态提供了一个微妙

的默契，所以一时间对竹垞词进行模仿、唱和的作品大量涌现，影响清代词史发展的咏物征典之

风由此而开。 朱彝尊在这一轮词坛风尚的变化中可谓引领风骚、独占鳌头，加之此时《词综》、
《浙西六家词》都已刊行，李良年、沈皞日等人又都簇拥在朱彝尊周围，于是，浙西词派正式树帜于

京师，竹垞先生亦扬名于南北。
虽然朱彝尊在康熙十八年左右以出色的创作实绩开宗立派并步入了词坛中央，但距经典词

人的位置尚有距离，至少此时词坛对朱氏的词学观念还未完全接受。 朱彝尊在评曹贞吉《珂雪

词》中的“咏物词”一集时尝云：“‘词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惟实庵舍人意与余

合。”①“词至南宋始工”是朱彝尊在《词综·发凡》里提出的纲领性意见，但在刚开始却是应者寥

寥，连当时名家顾贞观也对此“不以为然”②。 要让人们认可几首词的艺术水准并不难，但要让人

们接受其背后的思想观念，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至少需要一个过程。 在此过程中，选本起了很

大的作用，其中阳羡词人蒋景祁编选的大型清词选本《瑶华集》颇具标志性意义。 《瑶华集》编定

于康熙二十五年，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中选录最多的是乡贤陈维崧之词，有 １４８ 首，其次便是朱彝

尊的 １１１ 首，可谓二宗并举；但若相对于竹垞词六百余首的总数与陈维崧词一千八百余首的总数

来看，入选比例还是以朱彝尊为冠。 值得指出的是，《瑶华集》不仅选录了竹垞词中诸如《沁园

春》写艳 １３ 首这样的作品，而且誉之以“典雅”③，这意味着朱彝尊通过取色摹形、使事用典的才

学化路径来极力鼓吹的“醇雅”理念已基本为词坛所接受。 而完成于康熙四十六年的《御选历代

诗余》则对朱彝尊的词学观念与词坛地位起到一种法定化的功效。 康熙帝亲自“裁定”词集的举

动表明词体亦被纳入“文治”大业，其意图就是要于词中“辑其风华典丽悉归于正者”来让世人

“裨益身心”④。 而朱彝尊那种以醇雅的外壳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⑤的词学理念与之声气相

通，自然无人再敢提出异议。 而《历代诗余》所选南宋词数量要远高于北宋词数量，姜夔、张炎一

路的词作数量亦高于辛弃疾、刘过一派的词作数量，说明官方已完全认可并采纳了朱彝尊与浙西

词派醇雅清正、瓣香南宋的词学观念。 经过统治者的认可与宣扬，“竹垞先生，海内奉为词宗”⑥

的领袖地位已无可动摇；而所谓“词宗”，就是指填词之正宗与典范，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成是

“经典词人”。 不难看出，这种“经典词人”的生成与确认，不仅取决于词人的艺术水准，同时也会

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如果竹垞词无法与“盛世”气象相协调、相应合，朱彝尊是无法在康熙朝完

成由新进词人到经典词人这样一种华丽转变的。 但政治本身的多变性往往会给由此生成的经典

作家带来相应的短期性与易变性，朱彝尊能否成为清代词史上真正的经典词人，至少还得看其后

雍、乾两朝词坛的接受态度。
雍、乾两朝是浙西词派风靡海内的鼎盛期，当时词坛的建构几乎就是围绕对朱彝尊的接受展

开的。 首先，朱彝尊主编的《词综》成为当时人学词的入门读物。 许昂霄在课读之暇评点《词
综》，以之来授徒填词，觉得“舍是无从入之方也”⑦。 一旦成为了教材，《词综》的影响力便会在潜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见曹贞吉《珂雪词》评语，《珂雪全集》，康熙家刻本。
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曝书亭集》卷四十，康熙刻本。
蒋景祁：《刻瑶华集述》，《瑶华集》，第 ７ 页。
玄烨：《御制历代诗余序》，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１ 页。
朱彝尊：《静惕堂词序》，曹溶：《静惕堂词》，康熙刻本。
盛远：《翠羽词序》，曹士勋：《翠羽词》，康熙刻本。
张载华：《词综偶评跋》，许昂霄：《词综偶评》，《词话丛编》本，第 １５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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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默化间深入人心。 同时，《词综》还得到四库馆臣的推重，在“集部·词曲类”所收词选中，《御
选历代诗余》后面便是《词综》，足见其地位之高。 《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词综》时将朱彝尊的

重要词学观点几乎全部征引，对《词综》的编纂体例、考订成果也全面评述，高度肯定，并以之为标

杆来衡量其他词选水准之高低。 《词综》是朱彝尊词学观念的载体，对《词综》的推许，就是对朱

氏醇雅理念的认同与接受；尤其是受到《四库全书》这样的官方认可，对强化朱彝尊与《词综》的
经典性地位大有帮助。 其次，朱彝尊的咏物词得到了此间词坛的热烈响应。 朱彝尊曾以《沁园

春》１３ 首分咏女子身体的不同部位，雍乾词人变本加厉而有创新，像詹肇堂撰《沁园春》１６ 首，分
咏美人笑、啼、嗔、愁、倦、立、睡等抽象意态①，相较朱氏吟咏具体的身体部位，难度显然提升。 更

有甚者如朱昂，接连吟赋百首《沁园春》，对女子身体部位与意态全部写尽，穷形尽相；而且经史大

家王鸣盛还为之撰序，序中梳理源流时提到了朱彝尊的《沁园春》②，说明当时词人热衷于创作这

类咏艳词不是偶发行为，而是有意识对竹垞词作出的一种回应。 此外，乾隆朝进士出身的茹敦和

几乎遍和朱彝尊的《茶烟阁体物集》，也很能体现朱氏咏物词的影响力在乾隆词坛不断延续的态

势。 这种追和、遍和的创作行为———从苏轼遍和陶诗、方千里遍和清真词到朱彝尊等人遍和《乐
府补题》———对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茹敦和的《和茶烟阁体物词》无疑也推

动了朱氏咏物词与朱彝尊本人在乾隆词坛的经典化进程。 再次，朱彝尊身后出现了厉鹗这样出

色的继承者与开拓者。 厉鹗乃雍乾词坛翘楚，生性孤傲，不轻许人，却对这位浙派宗主推崇有加，
“心折小长芦钓师”③的态度直接带动了雍乾词坛对朱彝尊的顶礼膜拜。 更重要的是，厉鹗在朱

彝尊的基础上构筑出一种清幽空冷的境界，比竹垞词更近白石之风④，为浙派的发展开辟了一个

新的局面，形成了“家祝姜、张，户尸朱、厉”的词坛盛况。 这种由姜、张而朱、厉的词统的建立，标
志着朱彝尊真正进入了词史上的经典词人序列。

综上所述，朱彝尊凭借对咏物词的开拓与创新以及对醇雅词风的追求，在康熙词坛由讲求

“志意”之“实”而趋向讲求“韵趣”之“虚”的转变过程中脱颖而出，并因顺应“盛世”音声与“文
治”大业而成为当局认可的“经典词人”。 而其才学化的创作路径、醇雅清空的审美追求以及学

者兼词人的身份，又契合了雍乾词坛走向学人之词的总体趋势，所以雍乾词人不仅掀起了对竹垞

词的接受高潮，同时也完成了对朱彝尊经典化的阶段性建构，使其真正成为一位备受敬仰的经典

词人。 然而，经典的位置是变动不居的，朱彝尊能在经典序列中保持多久，就要看后面嘉道词坛

对他的接受态度了。

二

嘉、道词坛呈现多元化的格局。 浙西词派虽已积弊丛生，但也在努力进行自我调整，而且流

风转变不会一蹴而就，所以浙派声势依然不小。 此时，标举比兴寄托的常州词派刚刚崛起，鼓吹

性灵之风的袁通、杨芳灿等人也活跃于词坛。 几种词学思想的角力，致使词坛对朱彝尊的接受出

现微妙的变化。
嘉庆元年，阮元任浙江学政，与幕者有吴锡麒、张诩等人。 阮元不仅命人重葺曝书亭，摹写竹

４

①
②
③
④

詹肇堂：《心安隐室词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３７９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６７５—６７８ 页。
王鸣盛：《百缘语业序》，朱昂：《百缘语业》，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厉鹗：《论词绝句十二首》之十，《樊榭山房集》诗集卷七，《四部丛刊》景清振绮堂本。
参阅张宏生：《浙西别调与白石新声》，《清词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２７９—３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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垞图，并追和《百字令》一首，相率而和者有三十余人①。 阮元以一代名儒与朝廷要员的双重身份

来力捧朱彝尊，已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嘉道词坛对竹垞词的评价仍以推崇为主流。 在对朱彝尊

的具体评论中，此时出现了较多朱、厉并举的情况，如“词学自唐宋后，于我朝臻极盛，而浙西竹

垞、樊榭二家尤为称首”②，“近日填词家动称朱、厉”③。 词史上本来就有姜张、姜史、周柳这样的

并称，将朱、厉作为浙西词派的两代核心加以并举来建构浙派统序，原本也很正常，但有一些朱、
厉轩轾论，颇是耐人寻味。

近见凌仲子论词云：“词以南宋为极，能继之者竹垞。 至厉樊榭则更极其工，后来

居上……”其言累数百，余不能尽记……至谓樊榭胜竹垞，鄙意大不谓然……大抵樊榭

之词，专学姜、张，竹垞则兼收众体也。④

像郭麐这样追随朱彝尊者，往往谓竹垞词格局较大，而拥戴樊榭者则一般谓其格律较工，凌廷堪

的门徒张其锦在给乃师词集撰跋时便云：“至厉太鸿出，而琢句炼字，含宫咀商，净洗铅华，力除俳

鄙，清空绝俗，直欲上摩高、史之垒矣；又必以律调为先，词藻次之……吾师之词不专主一家，而尤

严于律。”⑤此中或有词学以外的个人好恶，如郭麐以袁枚为师，与以厉鹗为代表的宋诗派格格不

入；凌廷堪乃乾嘉学术中之律学大师，难免以律为先。 但他们欲矫浙派之弊的良苦用心也是真实

存在的。 虽然朱彝尊自己遵循“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⑥的原则，体式兼备，风格

多样，但浙派后人专宗姜、张，自设藩篱，包括厉鹗，虽在清幽缥缈的词境上更近白石，但是词径更

加逼仄。 所以像吴锡麒等浙派后劲也都提出了“岂得谓姜、史之清新为是，苏、辛之横逸为非”⑦

的拓径主张，此时郭麐标举竹垞词的“兼收众体”，就是想以此来疗救浙西词派路径过窄的毛病。
后期浙派创作上的低迷直接导致本来地位就不高的词体又沦入“小道”之列，凌廷堪赞誉厉鹗

“律调为先，词藻次之”，其实是想通过强调词律来推尊词体。 朱彝尊的雅词理论很少谈及具体的

音律问题，相比之下，厉鹗倒是曾在论词绝句中专门谈到词律问题，并对友人填词时“掐谱寻声，
不失刌度，且兢兢于去、上二字之分”⑧的态度大加赞赏。 所以凌廷堪将樊榭凌驾于竹垞之上，是
想藉此来彰显词律，抬尊词体，为困境中的浙西词派指出一条新路。 可见，朱、厉轩轾论的实质是

对后期浙派词风走向的一种修正。 然而，不管是郭麐借朱彝尊来拓展门径，还是凌廷堪以厉鹗来

鼓吹词律，都是在“格”的范围内补罅救弊，他们没有认识到此时浙派之病在于“意”不足，而非

“格”不工，所以都无法从根本上来挽转浙派之颓势。
除了朱、厉并举，嘉道词人还将纳兰性德与朱彝尊并列：“倚声之学惟国朝为盛，文人才子磊

落间起，词坛月旦，咸推朱陈二家为最，同时能与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⑨先前派外词人

能与朱彝尊并驾齐驱者多推陈维崧，现在杨芳灿等人将纳兰与朱、陈角立，其实是想以“性灵”为
药石来针砭浙派不足于情的弊病。 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见《竹垞小志》卷四、《定香亭笔谈》卷二、《莲子居词话》卷四。
徐乔林：《西濠渔笛谱自序》，《西濠渔笛谱》，嘉庆刻本。
张镜清：《绿雪馆词题跋》，张鸿卓：《绿雪馆词》，道光刻本。
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词话丛编》本，第 １５０８—１５０９ 页。
张其锦：《梅边吹笛谱跋》，凌廷堪：《梅边吹笛谱》，光绪刻本。
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曝书亭集》卷四十，康熙刻本。
吴锡麒：《董琴南楚香山馆词钞序》，《有正味斋骈体文》卷八，嘉庆十三年刻有正味斋全集增修本。
厉鹗：《吴尺凫玲珑帘词序》，《樊榭山房集》文集卷四。
杨芳灿：《饮水词钞序》，纳兰性德：《饮水词钞》，嘉庆二年小仓山房刻本。
参阅拙文：《纳兰词在清代的接受及其经典化要素》，《四川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６８—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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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彝尊词作的接受，嘉道词坛也是在学习参拜的同时发生着些许变化。 《茶烟阁体物集》
依然引领着咏物风潮，冯登府在给亡友张昌衢的《春阴阁体物词》作序时云：

词昉李唐，至南宋而极盛。 吾里朱竹垞太史崛起六百余年间，实能继之。 其《茶烟

阁体物词》尤为离貌缋声，极浏亮幼眇之恉。 余少喜刻意摹之，未得其畦町也。 尧民张

孝廉家邻金风亭，芳草未歇，山茮长馨，沿波讨原，每得其流风遗韵，以为师承……（尧
民）词之浏亮幼眇，将与《茶烟阁》并传无疑也。①

张昌衢的《春阴阁体物词》、冯登府的《紫述华馆体物词》、婁严的《翠寒巢体物词》，从这些“体物

词”的名称已可看出嘉道词人在咏物词上对朱彝尊的追摹；而“与《茶烟阁》并传”的追求，则充分

显示出朱氏咏物词在嘉道词坛的经典性地位。 有意思的是，先前影响力远逊于《江湖载酒集》的
集句词集《蕃锦集》，却在嘉道词坛大放异彩。 虽然集句词在《蕃锦集》之前早已有之，但嘉道词

人认为朱彝尊是这种形式的集大成者，于是纷纷效仿，看谁能够在“其间段落过接顿挫之处，妙于

自然，如天衣无缝”，最终目的则是要“与竹垞《蕃锦》后先争胜”②。 《梦珊吟馆蕃锦别谱》、《百纳

琴词》、《词鲭》这样的集句词专辑在嘉道词坛不下十种，其他像龚自珍《菩萨蛮·效蕃锦集》这样

的单篇集句词，更是不胜枚举。 事实上，这种对《蕃锦集》的热捧与当时的咏物潮流一样，都是嘉

道学人在词中炫才的表现。 “摘句之难，甚于琢句”③，正因为难，方可因难见巧；也正因为难，方
可与前辈词人一较高下。 而像朱彝尊这样被嘉道词人树为竞争对象者，其实正是他们心中所认

可的经典词人。 在这种争胜的心态下，嘉道词人确实在咏物词与集句词的创作上翻陈出新，有所

开拓，但为了跟朱彝尊这样的腹笥浩博者逞斗学问，当时有不少学人之词一味地搜奇征僻、夸富

矜多，最终不免堕为情意萎顿的文字游戏。 词坛上的有识之士也看出了这种倾向的危害，自然要

溯源性地对朱彝尊展开批判。 除了前引赵函所云竹垞词“般演太多”以外，再如“先生富于典籍，
未免堆砌，咏物之作，尤觉故实多而旨趣少”④，“第嫌其《体物集》不免叠垛耳”⑤。 类似的批评声

音在当时词坛不绝于耳，说明嘉道词人面对朱彝尊这样的前辈经典词人，除了膜拜与争胜，已经

开始有较多的理性思考，这是前面康、雍、乾三朝词坛所不多见的。
对朱彝尊词学理论的回应与辨析则是嘉道词学建设的一块基石。 朱彝尊在创派之初为扫

《草堂》之陋而高调宣称：“世人言词，必称北宋。 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
尧章氏最为杰出。”⑥这种推崇南宋的观念朱氏还在《黑蝶斋诗余序》等其他地方反复表述过，加
之李良年、李符等浙西诸子的热烈响应，致使后来朱彝尊虽也说过“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

诸南渡”这样的话，但人们还是愿意将推崇南宋作为朱氏理论的一大标签。 当嘉道词坛因为词径

过窄而生趣芜没之时，人们自然要对鼓吹南宋的浙派宗主进行批判：

昔柳耆卿、康伯可未尝学问，乃以其鄙嫚之辞，缘饰音律，以投时好，而词品以坏。
姜白石、张玉田出，力矫其弊，为清雅之制，而词品以尊。 虽然，不合五代、全宋以观之，
不能极词之变也；不读秦少游、周美成、苏子瞻、辛幼安之别集，不能撷词之盛也。 元明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冯登府：《春阴阁体物词序》，张昌衢：《春阴阁体物词》，道光刻本。
吴衡照：《竺喦诗余序》，张赐采：《竺喦诗余》，清钞本。
程虎炳：《词鲭叙》，余煌：《词鲭》，道光刻本。
钱裴仲：《雨华盦词话》，《词话丛编》本，第 ３０１３ 页。
朱依真：《论词绝句二十二首》之十五后附自注，《九芝草堂诗存》卷一，道光二年刻本。
朱彝尊：《词综·发凡》，《词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年，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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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姜张盛行，而秦、周、苏、辛之传响几绝，则以浙西六家独宗姜张之故。①

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人物，董士锡的这番话讲得比较客观，也较为客气，矛头虽指浙西六家，其实

指向六家之首的朱彝尊。 面对这种批评，亲近竹垞者纷纷为之辩诬，郭麐之论可为代表：

夫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竹垞老人之论，具有卓识。 而王小山亦有言曰“词至南宋始

称极盛”，诚属创见。 然笃而论之，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

公往往高拔南宋之上。 盖小令当法汴宋以前，慢词合取诸南宋。 竹垞老人固早言之矣

……今之为词者，知奉竹垞之说，自命学为南宋。 及观其所制，往往涂泽肥腻以为之，或
至终篇，有辞无意，此汩没性灵，大背竹垞之旨者也。②

郭麐在坚持朱氏宗南理论的前提下，同时承认北宋词之胜处，并强调竹垞原意就是要南、北宋兼

治，今人自命学南宋而导致有辞无意，那是怪不得竹垞老人的。 类似的言论在浙派后人与亲近浙

派者中屡见不鲜，表面上是为竹垞辩诬，实质上就是想借持平两宋来拓展门径，调整词风。 除了

强调朱彝尊兼重两宋的通达观念以外，还有人继续深挖姜、张，以维护朱氏的宗南理论。 嘉庆八

年，金翀自撰词跋云：“朱竹垞太史词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余所取法，在
玉田、白石之间。”而其所谓“取法玉田、白石之间”者，就在于“以《国风》、《离骚》之意，写美人香

草之情”③。 以往祖述姜、张者多着眼于清空醇雅之境，很少标举“美人香草之情”，这显然是在给

朱彝尊的南宋雅词理论寻找“情”“意”方面的合理性。 其实在嘉庆五年，江藩已经指出当时词坛

“专工刻翠雕红，揉脂搓粉，无言外之意”，“此乃不宗姜、张之故”④。 与频繁强调姜、张词中的言

外之意相呼应的是，当时词坛也在大力重申朱彝尊的寄托理论。 朱氏早年曾云：“盖有诗所难言

者，委曲倚之于声。 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 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

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⑤穷通转变后的竹垞先生一改前调，认为词与诗不同，
“大都欢愉之词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尔……（词）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⑥。 观念的

蜕变导致朱氏的“醇雅”外壳虽然依旧，但比兴寄托的情意内涵却被大大地淡化。 当情意的淡化

导致词坛生气日渐衰颓时，嘉道词人不得不以比兴寄托、美人香草等复古手段来提升词中情意。
从“善乎竹垞之言曰：‘盖有诗所不能言者，委曲倚之于声。’所谓委曲者，言其所不能言也”⑦，“竹
垞有云‘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 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以斯为则，或不至乖于大雅矣

乎”⑧等言论中看出，连朱彝尊自己都不大提起的比兴寄托理论又被嘉道词人重新拾起。 我们放

宽眼界还会发现，当时词评中诸如“托旨遥深”、“借闺情以写怀”这样的话语明显增多。 像黄苏

在嘉庆初期编选的《蓼园词选》，基本上通篇以比兴寄托论词；赵维熊则于嘉庆六年提出了“词
者，意内而言外也”⑨的观点。 虽然嘉庆二年张惠言在《词选序》中已提出“意内言外”的说辞，但
当时偏居皖南的寒士张惠言在嘉庆词坛几乎没什么影响􀃊􀁉􀁒，所以黄苏与赵维熊应该都没看过《词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董士锡：《餐华吟馆词叙》，《齐物论斋文集》卷二，道光二十年暨阳书院刻本。
郭麐：《双红豆阁词序》，孙若霖：《双红豆阁词》，道光刻本。
金翀：《吟红阁词钞跋》，《吟红阁词钞》，嘉庆刻本。
江藩：《梦隐词叙》，倪稻孙：《梦隐词》，清钞本。
朱彝尊：《红盐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康熙刻本。
朱彝尊：《紫云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康熙刻本。
郭麐：《梅边笛谱序》，李堂：《梅边笛谱》，嘉庆刻本。
许赓皞：《萝月词自跋》，《萝月词》，道光刻本。
赵维熊：《曙彩楼词钞序》，顾成顺：《曙彩楼词钞》，道光刻本。
参阅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４６９—４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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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其言论与张惠言相通，只能说明要扭转“情”“意”不足的弊病正在成为当时词坛之共识，只
不过浙派后人与亲近浙派者是从朱彝尊的思想中来挖掘理论资源，其他人士则是越过竹垞而直

续《风》、《骚》。
综上可见，嘉道词坛对朱彝尊的接受态度依然以推崇为主流，但经过康熙后期至雍、乾两朝

近百年的积淀，嘉道词人已经能够较为理性地与前辈经典词人进行对话了。 不管是创作上的追

摹与争胜，还是理论上的辨析与批评，都说明嘉道词坛在对朱彝尊的经典性地位进行多维建构；
尤其是那些理性的批评意见，并不是要将朱彝尊逐出经典词人的序列，而是对其经典性地位的一

种反向建构。 所以，朱彝尊依然是为嘉道词坛所尊奉的经典词人。

三

浙西词派的流风余韵与常州词派的强劲声势构成了晚清词坛的主要格局，各种词学思想的

博弈导致晚清词坛对朱彝尊的态度也是褒贬持异。 撮其要旨，大体可分为三种态度：基于词史立

场的客观评论、基于对朱彝尊去经典化立场的批判以及对竹垞词的继续认可。
基于词史立场来评论竹垞者以谢章铤为代表。 谢氏的词学观念虽在浙、常之间互有离合，但

他能够坚持用流变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本朝词坛的各种现象与各家词人，甚为难得。 例如前文所

论嘉道诸子围绕朱彝尊的宗南理论展开过争鸣，谢章铤则认为：

竹垞曰：“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此为当时

孟浪言词者，发其实，北宋如晏、柳、苏、秦，可谓之不工乎？ 且竹垞之与李十九论词也，亦
曰“慢词宜师南宋，而小令宜师北宋矣”。 盖明自刘诚意、高季迪数君而后……以鄙事视词

久矣，升庵、弇州力挽之，于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诸作者。 其后耳食之徒，又专奉《花
间》为准的，一若非《金荃集》、《阳春录》，举不得谓之词，并不知尚有辛、刘、姜、史诸法门。
于是竹垞大声疾呼，力阐宗旨，而强作解事之讥，遂不禁集矢于杨、王矣。 然二君复古之

功，正不可没。 至今日袭浙西之遗制，鼓秀水之余波，既鲜深情，又乏高格，盖自樊榭而外，
率多自桧无讥，而竹垞又不免供人指摘矣。 盖嗣法不精，能累初祖者率如此。①

谢章铤不仅从明清词风流变的角度认可了朱彝尊乃至明人杨慎、王世贞的功劳，还从词派演变的

角度提出了当今词坛过尊南宋主要是浙派后人“嗣法不精”造成的，不能完全归咎于当时力图以

南宋雅词来扭转词风的朱彝尊。 这种站在词史高度来看待朱彝尊与南宋雅词理论的眼光，自然

要比出于门户之见的南、北宋之争客观公正得多。 再如批评朱彝尊等人体物征典时所云“宋人咏

物，高者摹神，次者赋形，而题中有寄托，题外有感慨，虽词实无愧于六义焉。 至国朝小长芦出，始
创为徵典之作，继之者樊榭山房。 长芦腹笥浩博，樊榭又熟于说部，无处展布，借此以抒其丛

杂”②，浙派后人“或专效之，浙词之盛反衰”③。 这是从浙派发展的历程来揭示其弊端的来由，同
时从词史演进的角度指出浙西词派由盛转衰的一大原因，当然要比简单批评竹垞词“般演太多”
来得更为深刻。 谢章铤客观公允的评论与入木三分的剖析，将清人对朱彝尊的接受提升到了词

史研究的层面，不失为晚清词学的一大进境。
在常州词派占据主流的晚清词坛，像谢章铤这样基本不沾门户之见的词史论者并不多见，多

８

①
②
③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九，《词话丛编》本，第 ３４３３页。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九，《词话丛编》本，第 ３４４３—３４４４ 页。
谢章铤：《抱山楼词叙》，张炳堃：《抱山楼词》，光绪十五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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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像陈廷焯这样以常派理论来打量朱彝尊。 “朱、陈两家皆非词中正声……竹垞措词温雅而未

达渊微。 求一篇如两宋诸公之沉郁顿挫，颇不易得，余不敢随声附和也”①，“近人慑于陈、朱之

名，以为国朝冠冕。 不知陈、朱不过偏至之诣……陈、朱之词，佳处一览了然，不能根柢于《风》、
《骚》，局面虽大，规模终隘也”②。 “沉郁顿挫”、“根柢于《风》、《骚》”，都是陈廷焯秉承常州词派

诗教化的词学理论而得出的论词准则，以此来衡量偏重形式之美的竹垞词，自然难有好评。 有意

思的是，陈氏先前论词却是服膺浙派，心仪竹垞的：

竹垞词，小令之工，兼唐宋金元诸家而奄有众长；长调之妙，尤为沉郁顿挫，独往独

来，取法南宋而不泥于南宋，先生真人杰哉……其实竹垞之词实驾玉田而上之，千古词

人，除北宋方回、美成，南宋白石及国朝陈其年外，莫与先生争锋矣。③

这与前引陈氏评论简直判若两人。 个中缘由，一般认为是陈氏词学由浙转常所致。 但是，陈廷焯

对陈维崧也是先赞后批，陈维崧并非浙派中人，因而常、浙之争并不是陈廷焯态度转变的全部原

因。 而且，陈廷焯十八岁开始填词，二十一岁编选《云韶集》时已经多次使用“沉郁顿挫”来品评

辛弃疾、朱彝尊等人词作，并非皈依常派以后才突然提出这样的观念，只不过《白雨斋词话》中
“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 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 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

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 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④云

云，要比早先《云韶集》里零碎、感性的点评显得更为系统化与理性化。 所以陈廷焯对朱彝尊态度

的转变，从外部看是“由浙转常”的结果，从内部看则是陈氏自己在由入门时的感性经验不断向理

性层面提升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种自我调整。 当然，关于陈廷焯词学思想演进的契机与原因值得

再作探究，而他对朱彝尊态度的转变却在晚清词坛具有典型意义，折射出曾被数代词人奉为经典

的竹垞词正在面临着一场去经典化的危机。 当时的词坛名家对朱彝尊评价普遍不高，况周颐虽

云朱氏“就清初时代论词，不得不推为上驷”，然勉强之态，溢于言表，而且随后就批《词综》导致

学词者“初程不无歧误”⑤。 郑文焯则批评“朱、厉雕缋满纸，便是撮囊”⑥，朱祖谋也说竹垞词“体
素微妨耽绮语”⑦。 那些常州词派的嫡系词人更是不遗余力地通过贬低朱彝尊等人来抬升本派

声望：“迦陵、竹垞，工于赋物，竞夸宏富，绝少真性，世皆宗之，而歧径迷途，不能骤返矣。 吾乡皋

文、翰风两先生深究斯弊，起振其衰，同时左、钱、李、陆诸先生咀徵含商，唱酬风雅，可以谐金石而

协管弦，此其盛也。”⑧这已不是理性批评，而是一种带有门户色彩的意气之争。 随着理论环境的

改变，经典词人的序列自然也要调整。 在王鹏运给朱祖谋开列的本朝典范词人名录中，有“梁汾、
珂雪、樊榭、稚圭、忆云、鹿潭诸作”⑨，却已没有了竹垞词的位置。 谭献开列的本朝经典序列，人
数更少，他认为只有纳兰性德、蒋春霖与项鸿祚才是二百年清词史上能够分鼎三足的经典词人􀃊􀁉􀁒，
同样没有朱彝尊的一席之地。 虽然谭献曾云：“近拟撰《箧中词》，上自饮水，下至水云，中间陈、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卷五，《白雨斋词话全编》中册，第 ７７２ 页。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四，《白雨斋词话全编》下册，第 １２２３ 页。
陈廷焯：《云韶集》卷一五，《白雨斋词话全编》上册，第 ３７５ 页。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白雨斋词话全编》下册，第 １１６５ 页。
况周颐：《词学讲义》，《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 １５２ 页。
见龙榆生《忍寒庐零拾（二）·郑叔问自评所作词》，载《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第 ８６ 页。
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彊村语业》卷三，《彊村丛书》第 １０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８３０２ 页。
汤成烈：《鸥汀词草序》，陆循应：《鸥汀词草》，同治十一年刻本。
朱祖谋：《彊村词自序》，《彊村词賸》卷首，《彊村丛书》第 １０ 册，第 ８４０６ 页。
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本，第 ４０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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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厉、郭、皋文、翰风、枚庵、稚圭、莲生诸家，千金一冶，殊呻共吟。”①这是为了以词存史，不得不

提到朱、厉，而对词史的钩勒与对经典词人序列的建构，无论是目的还是意义，均不可同日而语。
即便是钩勒词史，从朱、厉称姓与皋文、翰风称字的区别中，不难看出地位的高下轻重。

当然，读者的喜好永远是多元的，虽然此时的竹垞词遭受了诸多贬斥，但并不影响有人对其

继续热衷。 除了浙派后人以外，像岭南词人陈澧在给友人词集撰序时直言“尤爱其小令似朱竹

垞”，并云“余素好为词，老而才思枯槁，不为此者廿余年。 然犹常常讽诵昔人所作，以寄清兴，竹
垞词则尤熟诵者”②。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人，门下不乏文廷式、汪兆镛这样的杰出者，以他的身份

却毫不掩饰对竹垞词之喜爱，可见朱彝尊在晚清词坛虽然地位下降，但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更

为重要的是，许多词人在入门之初都曾借径于朱、厉、姜、张。 顾翰就认为朱、厉等浙派词人“要皆

渊源有自，不失为雅音作者”，从此入手，“门径不误”③；马兰芬也指出自朱彝尊以来，浙派词作

“师程具在，律吕精严，良可慕也”④。 前文曾述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对朱彝尊颇多批评，但
其早年初涉填词时也曾对竹垞词心摹手追。 像他这样借径浙派而后改变门庭者并不鲜见。 再如

晚清名家王闿运，弱冠时曾向浙派词人孙麟趾（月坡）学词，但后来也转向对浙派宗主加以批挞，
称《词综》所选乃“汗漫如黄茅白苇”，竹垞词则“乃如嚼蜡”⑤。 陈、王的学词经历说明，即使在常

州词学骎骎日上的晚清词坛，人们学词依然是从朱彝尊的浙派之词入手。 竹垞词精严工致，形式

多样，可以作为不同层次的摹习范本，而且经过厉鹗、王昶等浙派后人的不断充实、示范，浙西词

派已在遣词用字、使事用典、词韵词律、风格意境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成熟可行的方法，循此渐进，
学词者是可以达到预期效果的。 这要比常州词派以“风谣里巷男女哀乐”来写“贤人君子幽约怨

悱不能自言之情”⑥的粗放式纲领来得更可摹习，更可操作。 这种学词层面上的可摹习性与可操

作性正是竹垞词在常州词派执耳词坛的情况下还能继续获得认可的重要原因。 但问题是，当填

词者走出感性认知的初级阶段而开始理性思考词体功能等问题时，竹垞词的艺术性却已无力支

撑这样的理论问题，清空醇雅的风格意境亦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氛围极不协调，此时的

填词者自然会把目光移向标举《风》《骚》、寄托的常派理论，以此来阐扬词中“幽约怨悱不能自言

之情”。 早期的感性认知与后期的理性思考无法取得统一，造成了晚清词学中的一个深刻的困

惑，也造成了许多人像陈廷焯、王闿运这样从服膺竹垞到批判竹垞的转变。 虽然读者的喜好永远

多元，但词坛风尚却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像陈澧这样喜欢竹垞词者在晚清词坛并非主流，其门

下弟子文廷式便不赞同乃师观点，他将清词“意旨枯寂”、“尤为冗漫”诸弊都归结为朱彝尊所创

家法之“巨谬”⑦。 文廷式的词学立场非浙非常，不存门户之见，他对竹垞词的批判，只能说明对

朱彝尊的去经典化已经是晚清词坛的趋势所在。
朱彝尊之所以在晚清词坛被请出经典词人序列，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这是词派间兴衰递

嬗、相互博弈的结果。 如果说早期的常州词派主要通过“退苏进辛，纠弹姜、张，剟刺陈、史，芟夷

卢、高”⑧这样重构宋词经典的方式来阐发理论宗旨，待其壮大以后则偏重以调整本朝经典序列

来彰显词派地位。 张惠言、董士锡等常派前彦自然要被加入经典序列，而且为了凸显他们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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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本，第 ３９９６ 页。
陈澧：《景石斋词略序》，姚诗雅：《景石斋词略》，光绪七年刻本。
顾翰：《寒松阁词题评》，张鸣珂：《寒松阁词》，寒松阁钞本。
马兰芬：《寒松阁词序》，张鸣珂：《寒松阁词》，寒松阁钞本。
王闿运：《湘雨楼词序》，张祖同：《湘雨楼词》，民国刻本。
张惠言：《词选序》，《词话丛编》本，第 １６１７ 页。
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序》，《云起轩词钞》，光绪刻本。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本，第 １６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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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声名显赫的浙派宗主自然要被请出这个序列。 其次，这也是词坛风尚由崇尚体物征典、清空

醇雅转向讲求思致沉郁、寄托浑化的结果。 当儒家的诗教理论引领词坛风尚并且成为衡量一位

词人能否进入经典序列的首要标准时，像朱彝尊这样没有写过所谓的大题目，出过所谓的大意

义，却在词体艺术上多有创新与突破者，难免会被漠视。 第三，这也与晚清词人高度自信的创作

心态有关。 不少晚清词家认为自己的词作与宋人之词才是真正的经典，像况周颐就常拿宋词与

自己的词作比较：“余少作《苏武慢·寒夜闻角》云，‘凭作出、百绪凄凉，凄凉惟有，花冷月闲庭

院。 珠帘绣幕，可有人听，听也可曾肠断。’半塘翁最为击节。 比阅方壶词《点绛唇》云‘晓角霜

天，画帘却是春天气’，意与余词略同，余词特婉至耳。”①直言自己所作比宋人汪莘之词更加“婉
至”，况氏之自信可见一斑。 还有甚者如王国维曾云：“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

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②这种高度自信的背后蕴含着晚清词人想超越本朝经典的欲

望，致使他们在经典词人的选择与确认上往往越过清初而直续两宋，所以也就造成像朱彝尊这样

的清初名家会在晚清时期被请出经典序列。

四

我们以往大都比较关注宋词在清代的经典化问题，其实清人对本朝词亦有较强的经典化意

识。 朱彝尊在清代词坛的接受便是一个典型。 他在康熙朝后期顺应时势，开宗立派，已经开始被

奉为经典词人；雍、乾词坛则在对竹垞词的接受高潮中完成了对朱彝尊经典化的阶段性建构，使
其成为真正的经典词人；嘉、道时期在新兴观念的碰撞下，竹垞词的长处与缺点得到细致辨析与

全面评价，朱彝尊的经典地位亦在嘉道词人的理性审视与多维建构中得到延续；晚清词风的主流

改换为讲求思致沉郁与寄托浑化，朱彝尊终究被常派诸子与亲近常派者请出了经典词人的序列。
不仅是对朱彝尊，清人在对陈维崧、纳兰性德、顾贞观等清初词人的接受过程中都有过经典化与

去经典化的做法，这种行为在深层次上影响了清代的词风走向与词坛建构，其特点及意义值得我

们作深入思考与认真总结。
首先，清人通过多元化的途径来对本朝词人进行经典化的建构。 在理论层面，除了前文所引

那些词话、词评、词选、序跋以及论词绝句等常见的词学方式以外，通过学术的途径来树立词人的

经典性地位，在整个清代也不鲜见。 张之洞在目录学著作《书目答问》中开列曹贞吉、朱彝尊、陈
维崧、顾贞观、纳兰性德、张惠言等 １２ 家清代词人的 １３ 种词集，这些词人与词集都是张之洞认定

的清词“最精者”③，亦乃其心中之经典。 《书目答问》的学术影响无疑会对朱彝尊等 １２ 家词人的

经典地位起到相当大的强化作用。 在创作层面，清人通过对著名词人的摹拟、次韵、追和等多种

方式来确认其经典性地位。 据《全清词·雍乾卷》统计，雍乾词人单就对《静志居琴趣》中《洞仙

歌》联章 １７ 首的摹拟之作便在百首以上；对竹垞词的次韵唱和亦达百首，仅略少于陈维崧几首，
普通追和则不可胜数。 这种创作层面的摹拟、次韵、追和，使竹垞词的艺术个性得到彰显与传承，
也使词人的经典性地位得以强化。 所以，建构途径的多元化是朱彝尊在清代经典化过程中的一

大特点，也是清词经典化的一大特点。
其次，清人在对本朝词人进行经典化建构的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 经典的形

成离不开读者的参与，而读者与作者间的关系以及读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师承交游、群体属性等

１１

①
②
③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 ２９ 页。
王国维：《苕华词自序》，《王国维先生三种》，台湾：国民出版社，１９５４ 年，第 ９５ 页。
张之洞：《书目答问》，《书目答问补正》（范希曾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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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都会影响对经典的认知与建构。 前文曾述，朱彝尊之所以能在康熙朝后期开宗立派，风靡海

内，这与统治者的“文治”政策密切相关。 除此以外，师友、乡贤以及浙派诸子与朱彝尊之间的声

气标榜也是竹垞词能够迅速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与朱彝尊同中博学鸿词科的吴江词人徐釚，
曾邀朱彝尊、陈维崧等人一起修订《词苑丛谈》，而该书卷九对竹垞大加赞诩：“锡鬯天才踔厉，诗
文脍炙海内，填词与柳七、黄九争胜。”①《词苑丛谈》在当时与《词综》齐名，影响很大，后被收入四

库全书，所以书中“与柳七、黄九争胜”的赞誉无疑大大加重了朱彝尊成为经典词人的份量，但同

时也难逃“标榜以借虚声”②的嫌疑。 当然，朱彝尊能够成为清代经典词人，根本上还是取决于竹

垞词的艺术性与开拓性，但与宋词在清代的经典化过程相比，清人与清词在本朝的经典化显然受

到更多外界因素的影响，至少宋人在清代就不存在“标榜以借虚声”的问题。
再次，由于清词在本朝的经典化会受到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也就使得清人所建构的本朝经

典词人序列具有相对的不稳定性。 参之以唐宋词在清代的经典化过程就会发现，虽然清人对于

不同风格的唐宋词各有标举与喜好，但他们心中的经典谱系还是比较统一的。 周济曾云：“自温

庭筠、韦庄、欧阳修、秦观、周邦彦、周密、吴文英、王沂孙、张炎之流，莫不蕴藉深厚，而才艳思力，
各骋一途，以极其致。”③尽管常州词派崇尚南唐、北宋词，但像张炎等南宋词人依然位列周济所

开列的经典序列之中。 而清人对本朝经典词人的认定却有相当的差异。 像陈廷焯对竹垞词态度

的前后变化几乎就是朱彝尊在清代词坛从经典化到去经典化的一个缩影。 再拿陈廷焯早期编选

的《云韶集》与后期编选的《词则》相比较，两者都是以选本形式来建构清词经典，《云韶集》选录

清代词人 ４６３ 家，复入《词则》者 １７０ 家，重复率仅为 ３７％，说明陈廷焯在后期不仅是对朱彝尊，而
是对自己前期所认定的本朝经典词人作出了非常大的调整。 再看与陈廷焯同属常派的谭献，其
《箧中词》选录清人 ３７６ 人 １０７５ 首，相较《词则》选录清词 ２０１ 人 １１８６ 首，其中所收词家相同者仅

６９ 人，词作相同者更是只有 ９５ 首。 这么低的相同率，说明即使词学观念相近，也会在对本朝经典

词人、词作的认定上存在巨大差异。 经典序列原本就是变动不居的，这种不稳定性也属正常，但
对照相对稳定的唐宋词经典序列来看，清词经典序列的不稳定性表现出了清词在本朝的经典化

还不够充分④。
朱彝尊等清初词人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过程不仅贯穿清词始终，而且与清代词坛的诸多变

化存在深层关联，所以这一过程对整个清代词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通过对经典词人、词作的建构，清人树立起了学习的典范，使得整个词坛在对经典的摹

拟与唱和中得到发展。 前文曾述雍乾词坛以朱彝尊《沁园春》咏艳系列为经典，纷纷进行摹拟与

追和。 而朱彝尊的这类艳词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主要在于以赋为词的手法、铺排征典的才学化倾

向以及“不落《黄莺》《挂枝》声口”⑤的语言格调，使其在词语尘下、艳俗成风的清初词坛别具一

格。 雍乾词人对之加以摹拟与唱和，自然要将这些手法与格调落实到自己的创作中，这样一来，
词坛风气就由艳俗悄然变作了醇雅。 再如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虽写男女恋情，但感情真挚，
出语清雅，写得生香真色而又雅到恰如其分，其中《洞仙歌》１７ 首联章言情的形式更是别开生面。
所以从雍乾时期赵文哲、沈清瑞、张九钺等人开始掀起对《洞仙歌》联章体的模仿热潮，一直延续

到晚清周星誉等人而未绝。 当原有千种风情的词体不断被儒家诗教“敛情约性”地束缚住了多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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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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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徐釚编著、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５３１ 页。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第 ２８０８ 页。
周济：《词辨自序》，《词话丛编》本，第 １６３７ 页。
参阅沙先一、张宏生：《论清词的经典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第 ９６—１１９ 页。
蒋景祁：《刻瑶华集述》，《瑶华集》，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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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情感指向时，词人们却将《静志居琴趣》树为经典并加以模仿，这不仅有助于保留词体述说

男女情事的原始功能，也将清代艳情词的格调与境界提升了很多。
第二，无论是将朱彝尊树为本朝经典，还是将其请出经典序列，都是清代词坛提升自信的表

现。 “词者，诗之余也，昉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我朝斯道复

兴，若严荪友、李秋锦、彭羡门、曹升六、李耕客、陈其年、宋牧仲、丁飞涛、沈南渟、徐电发诸公，率
皆雅正……唯朱竹垞氏专以玉田为模楷，品在众人上。”①从这样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清人认为本

朝的词文学创作是继宋词之后的复兴，重要标志便是出现了一大批著名词人，尤其是像朱彝尊这

样可以掉鞅两宋的经典词人。 所以，朱彝尊被树为词坛经典的背后是清代前中期的词人们对本

朝词文学创作成就的一种高度自信。 随着清词创作实绩的不断积累，晚清词人的自信心越来越

高。 当然，这种自信并非盲目自大，多数都是建立在对词史了解基础上的自我定位。 像前引况周

颐将自己的《苏武慢》与宋人汪莘的《点绛唇》相比较，认为己作较宋词更为“婉至”，其实这并非

自我吹嘘。 此词除了得到王鹏运的赏识，还被朱祖谋选入《词莂》，王国维更是认为此篇“境似清

真”②。 况氏以高度的艺术性与自信心，敢于超越宋人之词，遑论清初诸老之词。 所以，朱彝尊在

晚清词坛的去经典化过程正是晚清词人敢于超越经典的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 这种在树立经典

与超越经典背后的高度自信，是清词得以复兴的心理基础，也是促使清人在词文学的创作上一直

保持较高的艺术追求与创新追求的主要动力。
第三，在对朱彝尊等清代词人的经典化建构过程中，词体的地位获得了真正的提升。 某种程

度上讲，一部清词史就是一部尊体史。 但不管是破体尊词还是辨体尊词，最终都要通过清人的创

作实绩来体现推尊词体的效果。 而最能体现清人创作成就的莫过于朱彝尊、厉鹗、张惠言等一批

著名词人，将他们树立为本朝经典，客观上就能彰显词体地位的抬升，且要比通过建构宋词经典

来尊体更有说服力。 清末沈曾植就指出：“词莫盛于宋，而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余。 及我朝

而其道大昌，秀水朱氏、钱塘厉氏，先后以博奥澹雅之才、舒窈之思，倚于声，以恢其坛宇，浙派流

风，泱泱大矣。 其后乃有毗陵派起，张皋文氏、董晋卿氏，《易》学大师，周止庵治《晋书》，为《春
秋》学者，各以所学，益推其义，张皇而润色之，由乐府以上溯《诗》《骚》，约旨而闳思，微言而婉

寄，盖至于是而词家之业乃与诗家方轨并驰，而诗之所不能达者，或转藉词以达之。”③也就是说，
若无朱彝尊等人以“博奥澹雅之才、舒窈之思”来推动清词创作，也就不可能有“词家之业乃与诗

家方轨并驰”的尊体效果。 可见，词体能够获尊的基础乃在于朱彝尊等优秀词人的艺术成就。 所

以，清人对朱彝尊等本朝词人进行经典化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词体地位不断获得抬升的过程。
总之，清人对朱彝尊这样的本朝词人进行经典化的建构以及对经典序列的不断调整，有效推

动了清词艺术的发展，推进了清词复兴的进程。 所以我们应对清人、清词在本朝的经典化现象予

以重视，这为我们研究清代词史与词学史的演进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事实上，我们阅读竹垞词、
研究朱彝尊，也是在进行一种经典化的建构，而清人的建构行为则是其经典化历程中的第一环，
所以我们应该对清人所做的工作进行梳理与反思，一方面可以将他们对本朝词经典化的意见有

效融入我们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避免出现对经典的重复阐释与过度诠释，避免像清

人那样以对经典的建构来取代对全部词史真相的探寻。
（责任编辑　 张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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